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6, 16(6), 35-45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6.166290  

文章引用: 王晓璇(2026).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对大学生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 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进展, 
16(6), 35-45. DOI: 10.12677/ap.2026.166290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对大学生数字囤积行为的 
影响：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 
王晓璇 

济宁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山东 曲阜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2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26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8日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对大学生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及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基于S-O-R 
(刺激–机体–反应)模型与认知负荷理论，采用数字囤积行为量表、社交媒体信息超载量表及感知有用

性量表，对36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对数字囤积行为具有显著的正

向预测作用；(2) 感知有用性在两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社交媒体信息过载不仅直接正向影响数字囤

积行为，还能通过增强感知有用性间接强化数字囤积行为。同时，数字囤积行为在高校层次、年级、性

别和专业类别上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结果可为理解大学生数字囤积行为的形成机制提供实证依据，也

为高校开展数字信息素养教育、引导学生理性管理数字资源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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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overload on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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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usefulness. Grounded in the S-O-R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model and cognitive load theory, a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364 college students using the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Scale, the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Over-
load Scale, and the Perceived Usefulness Scal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Social media infor-
mation overload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2) Per-
ceived usefulness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two, meaning that social media infor-
mation overload not only direc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d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but also indi-
rectly intensified such behavior by enhancing perceived usefulness. Additionally,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in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were found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
tions, grades, genders, and academic major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
stand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llege students’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and offer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universities in delivering digital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and guiding stu-
dents toward rational management of digit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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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数字信息规模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人们每日接触与获取的信息远超自身处理能力范围。为

避免信息过载导致有价值内容错失，个体往往忽视信息的实际实用性，盲目囤积大量数据，形成广“收”

多“存”、重“存”轻“用”的信息行为，这一行为被定义为数字囤积(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DHB) 
(景志鹏，2025)。 

在数字化全面渗透生活的当下，数字囤积行为在大学生群体中尤为普遍。面对海量学习资料、网络

课程、电子书籍和社交信息，许多大学生习惯于不断保存、下载、收藏，却很少进行系统整理或有效利

用。尽管数字囤积并不占据物理生活空间，但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过度收集与存储数字内容会加重个

体的认知负担，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极易引发心理压力与情绪焦虑(Swar et al., 2017)，并逐步弱化信息

管理能力，干扰正常的学习与生活秩序。因此，关注大学生的数字囤积行为，揭示其影响因素与作用机

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 
数字囤积概念由实物囤积行为发展而来，是大数据时代催生的新型行为问题，被视作囤积障碍的数

字化表现，相关研究证实数字囤积与实体囤积行为存在相似的心理机制(Luxon et al., 2019)。数字囤积是

将数字文件堆积到失去管理的程度，最终导致压力和混乱(Van Bennekom et al., 2015)。 
在神经生理层面，研究发现腹内侧前额叶的活跃性，以及背侧前扣带回、扣带后回的葡萄糖代谢率，

均与囤积行为存在显著关联(Frost & Gross, 1993; Mataix-Cols et al., 2011; An et al., 2009; Tolin, 2011)。此

外，从内分泌视角来看，囤积者表现出较低水平的 5-羟色胺(Saxena et al., 2004)，提示神经递质系统可能

参与囤积行为的调节。在认知机制层面，基于 Frost & Hartl (1996)的囤积障碍认知行为模型，数字囤积行

为的产生主要源于四个核心认知机制：第一，信息处理缺陷，即个体在决策、分类和记忆方面的能力不

足，使其难以有效判断信息的去留价值，也难以建立清晰的数字文件分类体系；第二，情感依恋问题，

即用户将保存的数字内容视为自我延伸或情感寄托，删除这些内容会被体验为“失去自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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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为回避，即用户通过“保存”行为来回避删除决策所带来的焦虑和后悔恐惧；第四，关于物品的

错误信念，即用户持有“保留是安全的，删除是危险的”“为将来做好准备是我的责任”等非理性信念，

这些错误信念为数字囤积提供了合理化解释，使用户持续高估信息的潜在价值。 
现有研究将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因素概括为三大类：一是情感依恋、错失恐惧、强迫性人格等个体

内部因素(Sweeten et al., 2018; 刘明谦，张琳睿，2026；刘天元，贾煜，2023)；二是信息环境、社会文化

等外部环境因素(赵栋祥，2022；程思宇等，2024)；三是存储成本、存储容量等客观存储条件因素(Neave 
et al., 2019)。在诸多影响因素中，社交媒体信息过载作为核心外部刺激，成为诱发数字囤积行为的关键前

因变量。 
社交平台上的信息过载指个体主观感知到的社交媒体信息输入量超出其有效处理与应用能力的心理

状态(刘凌，2025)。由于信息超载及信息的快速更新，信息使用者难以理性开展信息分析与价值判断，承

受较大认知压力，进而诱发数字囤积行为(袁方舟等，2020)。在每日接触海量信息的情境下，用户不仅会

看到有用、有趣的内容，更易陷入信息价值甄别的困境。部分用户无法在短时间内精准判断信息的实际

价值，加之互联网算法推荐机制易使用户局限于兴趣圈层，最终形成无差别保存信息的行为(孙春鹭，

2023)。Sedera 等(2022)发现当个体面临超出自身处理能力的信息量时，会倾向于囤积更多数字内容。贾

明霞(2022)的研究也发现，大学生面对信息过载现象时，难以有效筛选和处理信息，极易产生数字囤积行

为。徐绪堪等(2025)和李杰(202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社交媒体信息过载通过改变大学生心理状态直接诱

发数字囤积行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对数字囤积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为深入理解从“信息过载”到“数字囤积行为”的转化机制，本研究引入认知负荷理论(Cognitive Load 

Theory; Sweller, 1988)与 S-O-R 模型(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Model; Mehrabian & Russell, 1976)作为

理论框架。根据认知负荷理论，个体的工作记忆容量具有有限性，当外部信息输入量超出认知资源的处

理能力时，个体会经历高认知负荷状态，进而采取简化的信息加工策略以降低心理压力。在数字囤积的

研究语境下，社交媒体信息过载作为一种典型的认知负荷源，会限制个体对信息价值的精细化评估能力，

使其倾向于采取“保存即处理”的浅层加工方式(王琳等，2022；张征，贺伟，2023)。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是指当用户认为某一信息或资源能够为其带来实质性的帮助时，他们便更有可能倾向于获取

和保存这些信息或资源(Luxon et al., 2019)。这一认知判断过程在数字囤积行为的形成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Sweeten 等人(2018)的研究证实，数字资料的有用性使个体难以删除它们，他们更倾向于为未来保留这些

数据，即使信息未来有价值的可能性很小。这表明，个体对信息潜在价值的判断往往超越了信息的实际

效用，形成一种“宁可错存，不可错过”的心理倾向。大学生在网络上浏览相关的信息时，会主动对信息

进行有用性评判，当其认为网络上提供及搜寻到相关信息是有价值的、有帮助的、有益的且有收获的，

因此产生数字囤积行为(肖静，2024)。此外，于凌南(2023)和刘亚丽，范逢春(2023)从资源损失焦虑和感

知价值角度，进一步证实了感知有用性对数字囤积行为的影响。由于各个社交媒体提供的多元信息能够

满足用户的感知有用性，面对大量可以满足自身各种需求的信息，社交媒体用户就更有可能大量收藏和

保存，进而发生数字囤积行为。 
同时，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对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王琳等人(2022)指出，信息过载和

快速更新使用户难以准确判断信息价值，加重认知负担。在这种认知负荷过重的情境下，用户为了降低

心理压力和信息处理的复杂性，往往会简化决策过程，倾向于默认大多数信息具有潜在价值。张征，贺

伟(2023)认为，个体面对信息过载时，极有可能对数据不做任何处理，直接进行保存以降低自身认知负担。

这种“保存即处理”的应对策略，虽然短期内缓解了信息筛选的压力，但长期来看却强化了用户对信息

有用性的高估倾向。由此可见，信息过载通过改变用户对信息价值的判断方式，使用户更倾向于高估信

息的潜在有用性，从而为后续的囤积行为奠定认知基础。同时，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推荐和个性化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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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过程，使用户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对信息有用性的正向认知偏差。 
整合上述理论，本研究以 S-O-R 模型作为总体分析框架。该模型旨在解释环境刺激如何通过个体内

部心理状态影响行为反应，其中 S (刺激)指外部环境中的各类输入因素，O (机体)指个体的认知与情感状

态，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中介环节，R (反应)则指个体的行为结果。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社交媒体信

息过载(刺激 S)→感知有用性(机体 O)→数字囤积行为(反应 R)”的理论路径。具体而言，社交媒体信息过

载作为外部环境刺激，通过加重个体的认知负荷，使其高估信息的价值，进而诱发或强化数字囤积行为。

这一整合框架弥补了现有研究在解释“信息过载”到“囤积行为”转化机制上的理论空白——已有研究

多分别探讨信息过载的前因作用或感知有用性的直接影响，但较少系统揭示认知负荷视角下感知有用性

如何在信息过载与囤积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综上，社交媒体信息过载会正向影响个体对各种信息的

感知有用性，感知有用性又会进一步加剧个体的数字囤积行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感知有用性

在社交媒体信息过载与数字囤积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法，结合问卷星平台线上发放与高校线下协助推广的方式收集数据。共回收问卷

387 份，根据作答时间异常、关键题项漏答或规律性乱答等标准进行筛选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364 份，有

效回收率为 94.1%。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分布如下：性别方面，男性 164 人，女性 200 人；高校层次方面，

“双一流”高校学生 180 人，普通本科高校学生 184 人；年级构成上，大一学生 90 人，大二学生 90 人，大

三学生 90 人，大四学生 94 人；学科类别上，人文类学生 124 人，经管类学生 120 人，理工类学生 120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数字囤积行为量表 
采用吴旭瑶等(2021)编制的《数字囤积行为量表》，共 13 道题，分为三个维度：积累(1~3 题)、工作

需要(4~7 题)、情感依恋(8~13 题)。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1 = “非常不符合”，7 = “非常符合”)，量表

得分越高，代表数字囤积倾向越严重。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 

2.2.2.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量表 
采用 Cao & Yu (2019)编制的《社交媒体信息超载量表》，共 3 道题。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1 = “非常

不符”，5 = “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信息超载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 

2.2.3. 感知有用性量表 
采用 Davis (1989)编制的《感知有用性量表》，共 6 道题。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1 = “完全不同意”，

7 = “完全同意”)。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未旋转时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

为 35.46%，低于 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总体情况 

对大学生社交媒体信息过载、感知有用性及数字囤积行为各维度进行描述统计，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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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样本 t 检验显示，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均分为 3.96，显著高于理论中值 3 (p < 0.001)。感知

有用性均分为 4.81 显著高于理论中值 4 (p < 0.001)。在数字囤积行为方面，数字囤积行为总分均值得分

为 5.13显著高于理论中值 4 (p < 0.001)，积累维度、工作需要维度和情感依恋维度的均值得分分别为 4.65、
4.98、5.46，均高于理论中值 4 (p < 0.001)。整体而言，大学生群体存在较为明显的数字囤积行为倾向，

其中情感依恋维度得分最高，是数字囤积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variable (N = 364)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表(N = 364)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M SD t p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 7.00 15.00 3.96 1.57 34.86*** 0.000 

感知有用性 21.00 39.00 4.81 3.46 26.71*** 0.000 

数字囤积行为总分 50.00 79.00 5.13 5.77 48.41*** 0.000 

积累 8.00 19.00 4.65 2.06 17.93*** 0.000 

工作需要 13.00 26.00 4.98 2.37 31.61*** 0.000 

情感依恋 23.00 41.00 5.46 3.18 52.65*** 0.000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下同。 

3.3. 数字囤积行为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 

数字囤积行为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高校层次差异检验显示，普通本科

高校学生的数字囤积行为水平显著高于“双一流”高校学生(t = −16.29, p < 0.001)；年级差异检验显示，

大学生数字囤积行为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F = 110.41, p < 0.001)，大四学生的得分最高；性别差异检

验显示，女性大学生的数字囤积行为得分显著高于男性大学生(t = −17.47, p < 0.001)；专业类别差异检

验显示，不同专业类别的学生数字囤积行为水平存在显著差异(F = 62.87, p < 0.001)，人文类学生得分

最高。 
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在年级方面，大一与大二之间的数字囤积行为得分无显著差异(p = 0.986)；

大一、大二均显著低于大三(p < 0.001)和大四(p < 0.001)；大三显著低于大四(p < 0.001)。在专业类别方面，

三组之间两两差异均显著(p < 0.001)。 
 

Table 2. Differences in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across groups with differen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表 2. 数字囤积行为在不同个体特征组的差异 

项目 类别 
 数字囤积行为  

得分 t/F p 

高校层次 
“双一流”高校 4.83 ± 4.40 

−16.29*** <0.001 
普通本科高校 5.41 ± 4.37 

年级 

大一 4.84 ± 3.86 

110.41*** <0.001 
大二 4.83 ± 4.91 

大三 5.26 ± 4.61 

大四 5.56 ±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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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性别 
男 4.80 ± 4.16 

−17.47*** <0.001 
女 5.40 ± 4.33 

专业类别 

人文类 5.42 ± 4.52 

62.87*** <0.001 经管类 5.08 ± 6.29 

理工类 4.87 ± 3.81 

3.4. 各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对社交媒体信息过载、感知有用性和数字囤积行为两两间的关系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如

表 3 所示。社交媒体信息过载与数字囤积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 = 0.41, p < 0.001)；感知有用性与数字囤积

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 = 0.53, p < 0.01)；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和感知有用性呈显著正相关(r = 0.31, p < 0.001)，
为后续中介效应检验提供了数据基础。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N = 364) 
表 3.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N = 364) 

变量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 感知有用性  数字囤积行为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 1   

感知有用性 0.31*** 1  

数字囤积行为 0.41*** 0.53*** 1 

3.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采用 Hayes 开发的 Process 插件中的模型 4，将社交媒体信息过载作为预测变量，感知有用性作为中

介变量，数字囤积行为作为结果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采用 Bootstrapping 方法(重复抽样 5000 次)，
检验感知有用性在社交媒体信息过载与数字囤积行为间的中介效应。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表明，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对数字囤积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41, t 
= 8.57, p < 0.001)，R2 = 0.17；社交媒体信息过载显著正向预测感知有用性(β = 0.31, t = 6.26, p < 0.001)，
R2 = 0.10。当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和感知有用性同时纳入回归方程时，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对数字囤积行为

的直接预测作用仍然显著(β = 0.27, t = 6.09, p < 0.001)，感知有用性对数字囤积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也显

著(β = 0.44, t = 9.78, p < 0.001)，R2 = 0.34。假设 1 和假设 2 均得到验证。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overload,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表 4.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感知有用性和数字囤积行为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拟合指标 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数字囤积行为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 0.41 0.17 73.45 0.41*** 8.57 

感知有用性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 0.31 0.10 39.12 0.31*** 6.26 

数字囤积行为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 0.59 0.34 94.15 0.27*** 6.09 

 感知有用性  0.44***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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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采用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如表 5)，结果显示，感知有用性在社交媒体信息过载

与数字囤积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为 0.50，Boot 标准误为 0.09，95%置信区间为[0.33, 0.68]，区间不包含

0，表明间接效应显著。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对数字囤积行为的直接效应为 1.00，占总效应的 66.67%，间接

效应占总效应的 33.33%。因此，感知有用性在社交媒体信息过载与数字囤积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假设 2 成立。 
感知有用性在社交媒体信息过载与数字囤积行为三者变量间路径系数如图 1 所示。 
 

Table 5. Mediation analysis of perceived usefuln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表 5. 感知有用性在社交媒体信息过载与数字囤积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95% CI 下限 95% CI 上限 效应量 

总效应 1.50 0.18 1.15 1.85 100% 

直接效应 1.00 0.16 0.68 1.33 66.67% 

间接效应 0.50 0.09 0.33 0.68 33.33% 

 

 
Figure 1. Path diagram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usefuln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digital hoarding behavior 
图 1. 感知有用性在社交媒体信息过载与数字囤积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路径图 

4. 讨论 

本研究以 364 名大学生为被试，基于 S-O-R 模型与认知负荷理论，探讨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对数字囤

积行为的影响及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结果与研究假设高度吻合，可为理解青年群体数字囤积行为的

发生机制提供实证依据。 

4.1. 人口统计学差异 

本研究发现女生、普通高校学生、高年级学生、人文类学生的数字囤积行为水平更高。可能源于女

生更倾向于细致、全面地收集信息，普通高校学生缺乏信息筛选和处理方面的系统训练，高年级学生学

业与求职资料累积量更大，人文类学生更依赖文献、资料等文本型数字内容，均更容易出现信息累积与

囤积。该结果可为高校开展分类引导、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针对上述高风险群体，高校重点培养学生

信息筛选与整理能力；将信息素养教育纳入课程，弥补普通高校学生系统训练不足的问题；并且开展相

关文献管理软件的使用培训，帮助其实现从“收藏”到“运用”的转变。 

4.2.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与数字囤积行为的关系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正向预测数字囤积行为(β = 0.41, p < 0.001)，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张喆勤，2024)。

https://doi.org/10.12677/ap.2026.166290


王晓璇 
 

 

DOI: 10.12677/ap.2026.166290 42 心理学进展 
 

从认知负荷理论的视角来看，当社交媒体推送的信息数量超出个体加工与判断能力时，个体的工作记忆

容量被过度占用，进入高认知负荷状态，用户会因担心错失有价值内容、难以快速甄别信息价值，转而

采取“先保存、后处理”的浅层加工策略，最终形成重存轻用、只存不用的数字囤积行为。这一结果验证

了 S-O-R 模型中 S (刺激)→R (反应)的直接路径，信息过载作为外部环境刺激，是诱发数字囤积行为的重

要前因变量。 
信息泛滥的环境下，用户难以有效甄别和处理所有信息，往往会将可能相关的信息尽数收纳，生怕

遗漏任何重要内容，这种应对方式进一步加剧了数字囤积行为(李思琦，2025)。与此同时，个体在海量信

息中更倾向于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内容，而这类信息的重复出现会强化其对信息过载的感知，促使个

体采取无差别存储的简化策略，从而引发囤积问题。部分用户秉持“更多即更好”的认知，担心错过最

新、最有价值的资源，因而盲目囤积数字内容(宗铮，2024)。信息过载加重了用户的认知负担，形成行为

上的矛盾：一方面，用户希望通过收藏积累知识储备；另一方面，过量收藏又使其无从下手，逐渐削弱

对学习行为的掌控感，降低知识的转化与利用效率(秦宇煊，2025)。 
针对信息过载直接诱发囤积行为的问题，建议从信息源和环境角度进行干预：引导学生定期精简关

注的社交媒体账号，减少低质量信息输入；通过案例教学帮助学生理解算法推荐机制，增强对推送内容

的批判性意识，减少无差别收藏行为。 

4.3. 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分析 

感知有用性在社交媒体信息过载与数字囤积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2 成立。这一结果完整

支持了 S-O-R 模型：信息过载(刺激 S)通过影响感知有用性(机体 O)进而作用于数字囤积行为(反应 R)。
同时，认知负荷理论为这一中介路径提供了认知机制层面的解释。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对感知有用性有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与 Bock等(2010)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得分越高，感知有用性得分也越高。从认知负荷理论的视角分析，当个体面临超出自

身处理能力的信息量时，认知负荷加重，难以对每一条信息进行深入加工和准确评估。在此情况下，用

户倾向于采取浅层次信息加工方式，为了避免遗漏潜在重要信息，会主观认为大部分信息都具有或可能

具有价值，从而高估信息的未来可用性(叶虹丽，2025)。张艳丰，杨琬琛研究者(2023)指出，如果用户意

识到信息在生活或工作中能发挥作用时，会选择保存数据方便未来使用的需要。同时，各平台通过算法

推荐、个性化推送等技术手段加剧了信息的膨胀，这种精准推送虽然提高了信息的相关性，但也使用户

更倾向于认为推送的内容“对我有用”，进而提升了感知有用性水平。 
感知有用性对数字囤积行为也有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与卢家利(2024)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感

知有用性得分越高，数字囤积行为得分越高。在 S-O-R 模型框架下，感知有用性作为关键的机体认知变

量(O)，是连接外部刺激与行为反应的核心中介。大学生用户经过个人考虑判断后，认为信息对自己有帮

助、有用或能有效解决自身需求时，便产生了直接存储数字资源的动机，进而引发数据囤积行为。感知

有用性通过构建“未来价值预期”，为用户提供理性化的囤积理由，使持续收集信息成为看似合理的数

字投资策略(任春梅，2025)。用户会认为，当前保存的信息虽然暂时用不上，但将来某一天可能会发挥作

用。这种“以备不时之需”的心理使持续收集信息成为看似理性的数字投资策略，从而合理化囤积行为。

如今用户每天被淹没在无尽泛滥的信息海洋中，各类平台通过算法推荐、个性化推送等技术手段加剧了

信息的膨胀，为了应对信息的快速且频繁更新，用户会不加筛选地收集数字内容而不评估信息质量，带

来了信息难筛选、费时间、费精力等一系列负面问题。这促使使用者更易产生信息遗漏焦虑、占有心理

等心理反应，引发个性化信息的需要，诱使用户发生数据过度保存行为(Gormley & Gormley, 2012)。各平

台提供大量形式各异、质量参差不齐的信息，同质化数据和信息冗余会阻碍用户对数据的有效利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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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处理的信息范围是有上限的，用户面对这些海量资源可能会超过其认知负荷或出现信息处理能力减

弱，无法有效地消化和筛选海量信息，难以做出决策，增加心理压力，负面情绪上升，他们会主观认为

信息有价值，现在或未来能够被利用消化，从而采取大量收集数字资源以减轻信息不安、烦躁情绪(叶虹

丽，2025)。 
针对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学生可以将信息分为三级——高价值必存(核心资料，如课程笔记、求

职简历、重要文献，存入“核心资料”文件夹，不轻易清理)；中价值暂存(不确定是否有用的信息，存入

“待筛选”文件夹，设置 30 天自动清理)；低价值不存(娱乐八卦、无关段子等，直接划走，不保存)。每

周花 10 分钟清理“待筛选”文件夹，确认有用的移入“核心资料”，无用的删除。对于数字囤积行为中

情感依恋维度得分最高的特点，高校开展团体辅导，引导学生区分情感寄托与无用囤积，转移情感需求；

个体精简保存情感类内容，克服“删除即损失”心理；平台推出情感类信息精简功能。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第一，采用横断研究设计，难以推断变量间严格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采用追

踪或实验设计进一步验证。第二，仅考察感知有用性单一中介变量，未纳入情绪、自我控制、信息管理

能力等调节或中介因素，模型完整性有待提升。第三，样本以大学生为主，结论推广到职场人群等其他

群体时需谨慎。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纳入更多调节变量，构建更全面的数字囤积行为影响模型。 

5. 结论 

(1) 大学生数字囤积行为在性别、高校层次、年级、专业类别上存在显著差异。 
(2) 数字囤积行为中情感依恋维度得分最高。 
(3)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与数字囤积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4) 社交媒体信息过载与感知有用性呈显著正相关。 
(5) 感知有用性与数字囤积行为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6) 感知有用性在社交媒体信息过载与数字囤积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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